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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０ 世纪 ３０、４０ 年代ꎬ王献唐在史学研究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ꎮ 其开端

之作是依据邾国彝器撰成的«春秋邾分三国考»和«三邾疆邑图考»两文ꎬ他在此基础上

延展而成«炎黄氏族文化考»ꎬ音韵学的运用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ꎮ 王献唐居川时期ꎬ史
学研究成为他学术研究的主流ꎮ 在傅斯年的融通下ꎬ他获得中英庚款董事会的学术资

助ꎬ倾力著成了«中国古代货币通考»ꎮ 他以参与国史馆筹备委员会为契机ꎬ撰著了«国

史金石志稿»ꎮ 金石学的学术积淀是«中国古代货币通考»和«国史金石志稿»得以写作

的逻辑前提ꎮ 王献唐的史学研究成就彰显了学术上的高度自觉性和崇高使命感ꎬ其中

的学术方法对于跨学科研究不无启示ꎮ
〔关键词〕王献唐ꎻ音韵学ꎻ金石学ꎻ史学

王献唐(１８９６—１９６０)ꎬ山东日照人ꎬ一生治音韵、金石、文字、历史、考古、版
本目录等领域ꎬ成就斐然ꎬ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ꎮ 目前学界对王献唐的研究已

经取得了相当的成果ꎬ并且不断深入ꎮ 然而ꎬ这些研究多是从历史文献学的视角

对王献唐的学术进行探讨ꎬ对于王献唐重要学术组成的史学缺乏宏观的系统梳

理和论证ꎮ 随着王献唐往来书札的整理出版ꎬ王献唐日记的发掘ꎬ这位国学大师

的史学成就更为明晰地显现于学界ꎮ 学术的生成往往与学者的地理和生活环境

密切关联ꎬ王献唐的史学研究也不例外ꎮ 从地理生活环境的变动及其对学术研

究影响的视角来看ꎬ他在 ２０ 世纪 ３０、４０ 年代的史学研究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段ꎬ
即在济南执掌山东省立图书馆时期和南下寓居四川时期ꎮ 笔者无意对其史学成

就作全面论评ꎬ现依据王献唐日记和往来书札等第一手资料ꎬ再结合王献唐的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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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文本ꎬ对他在 ２０ 世纪 ３０、４０ 年代的史学生成理路作一剖析ꎬ尚祈方家正之ꎮ

一、王献唐主掌山东省立图书馆时期史学研究的起步和进展

１９２９ 年 ８ 月ꎬ在丁惟汾的举荐和何思源的招引下ꎬ王献唐入主山东省立图

书馆ꎬ这成为了他一生学术事业的重大转折点ꎮ 此后ꎬ在山东省立图书馆这一学

术重镇里ꎬ他坐拥书城ꎬ搜集乡邦文献ꎬ广罗文博ꎬ在一个极为优越的学术环境里

推进了自身在音韵学、版本目录学、金石学、语言文字学、史学等学科领域的研

究ꎬ被学界瞩目和认可ꎮ 就史学研究而言ꎬ王献唐的开端之作是写于 １９３４ 年的

«春秋邾分三国考»和«三邾疆邑图考»两篇专文ꎬ撰文的缘起是他代表山东省立

图书馆所收罗的 １４ 件春秋邾国彝器ꎮ １９３３ 年 ４ 月ꎬ王献唐接山东省政府通知ꎬ
前往滕县洽谈新出土器物事宜ꎮ 他在 ４ 月 １０ 日记:“寓滕七日ꎬ日跋涉于原隄阡

陌之间ꎬ既获周代孟氏礼器十四事ꎬ目见耳闻ꎬ皆断石零金ꎬ偏于古器物为多ꎬ因
别署此七日日记为«滕邑访古记»ꎮ” 〔１〕在滕县ꎬ他前后驻留 ７ 日ꎬ经多方交涉ꎬ终
使文物完整运抵济南ꎮ 这些珍贵的邾国彝器收归山东省立图书馆ꎬ可谓理想的

安置ꎬ也为王献唐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撑ꎮ
据王献唐日记可知ꎬ１０ 月 １２、１３ 日ꎬ他检阅«邹县志» «滕志»ꎬ画邾国疆域

图ꎬ为撰写作相关的准备工作ꎮ １４ 日ꎬ他开始撰写«邾国地名考»ꎬ同日«邾邑

考»也起笔了ꎮ 自 １５ 日至 ２５ 日的时间段中ꎬ王献唐专注于«邾邑考»ꎬ对它进行

了补充修订ꎬ并绘制«二邾疆域图»ꎮ ２６ 日ꎬ他查阅«尚书» «绎史»诸书ꎬ拟定写

题«邾分三国考»ꎮ 自 ２７ 日始ꎬ他致力于«邾分三国考»的写作ꎬ１１ 月 ２０ 日写毕ꎬ
交由屈万里清写ꎮ 从 ２２ 日开始王献唐即倾注精力写«三邾疆邑图考»篇ꎬ于
１９３４ 年初完成了修订ꎮ ３ 月ꎬ栾调甫主持编订了«国学汇编»ꎬ将«春秋邾分三国

考»收录其中ꎮ
在«春秋邾分三国考»序中ꎬ王献唐述成文始末ꎬ“今岁滕县安上村ꎬ出土邾

国彝器十四事:鼎二、敦四、盘匜罍壶各二ꎬ类有文字ꎬ归山东省立图书馆ꎮ 余既

亲与其事ꎬ拟撰专书问世ꎮ 书中有文凡七篇:为彝器出土始末记、文字考释、器制

考、邾分三国考、三邾史迹考、三邾疆邑图考ꎮ 调甫主编国学汇编ꎬ索稿于余ꎬ旧
作积置ꎬ一时未能爬梳ꎬ适草此篇ꎬ即以付之” 〔２〕ꎬ王献唐对相关史籍稔熟于心ꎬ
驾驭自如ꎮ 将音韵学的学术功底应用于史实的考证是此文一特色ꎮ 如他考证三

邾中“滥”之得名ꎬ认为:“邾音后转若婁ꎬ因呼为婁ꎮ 婁纽转滥ꎬ沿称为滥ꎬ此滥

名之所由起也ꎮ 单言为邾、为婁、为滥ꎬ连绵则为邾婁、为邾滥ꎮ” 〔３〕 王献唐对音

韵学的推重和自觉运用也揭示出这一领域的成就在其学术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

的地位ꎬ有学者曾论及:“音韵学是王献唐小学研究也是他一生学术研究之开端

与基础ꎮ” 〔４〕音韵学的研究成果延伸应用到了他的史学研究领域ꎬ音韵学方法成

为王献唐构建史学的重要理路ꎮ
王献唐历史考证的精深特质ꎬ藉此«春秋邾分三国考»初现端倪ꎮ 他依据邾

国彝器ꎬ结合传世文献ꎬ考证出邾国自周宣王之后陆续三分为邾国、小邾国和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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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ꎬ并将三邾三分的来龙去脉交代得极为详尽ꎬ从而改变了先前典籍所记三邾史

实断续、零碎的状况ꎮ 他在«春秋邾分三国考»中所展现的学术功力ꎬ有学者作

了如此论评:“由«邾分»一文来看ꎬ其文献之谙熟、史实源流分析之精当ꎬ视史学

名家亦不稍逊ꎮ” 〔５〕此评可谓精辟入里ꎮ
«三邾疆邑图考»是«春秋邾分三国考»的姊妹篇ꎬ作者依据各种传世文献ꎬ

运用音韵文字学理论ꎬ并参照金文陶文ꎬ系统地考证了漷水的数度变迁和邾邑可

考者的古名今地ꎮ 王献唐在文中论其考证之法ꎬ“要以当时之史事地势ꎬ后代之

音理文字ꎬ参以金文陶文ꎬ略无乖舛ꎬ即可取测ꎮ” 〔６〕 由此窥知ꎬ音韵文字学是王

献唐推崇并施用的研究方法ꎮ 事实上ꎬ他在文中多次采用音韵学的实例ꎮ 如考

查漷水流经过的相关地名ꎬ作了如是论述:“郭音近通用ꎬ郛从孚声ꎬ古读重唇ꎬ
郭以通用ꎬ知古纽同郛字读如部ꎮ 今水道经行之东傅庄、西傅庄ꎬ傅部同音ꎬ疑指

漷言ꎬ谓东漷庄、西漷庄也ꎮ 水之上流有固上村ꎬ因漷同音ꎬ疑即漷ꎬ上言漷之上

游ꎮ 水之下流入泗处有郭营ꎬ疑为漷营ꎮ” 〔７〕又如ꎬ在举证“鞋”与“薛”的音近关

系及“鞋城”的由来时ꎬ提到:“鞋古读如靴ꎬ与薛音近而讹ꎮ 滕地别有薛城ꎬ邑人

不疑为薛ꎬ相承不改ꎬ亦或恐与薛城重名ꎬ指称不便ꎬ以音近之鞋城当之ꎬ藉资为

别ꎮ” 〔８〕再如ꎬ王献唐认为古语发声分急声和漫声ꎬ方言有地域习俗的特点ꎮ “方
土语言ꎬ随习而异ꎮ 漫声连举为邾婁ꎬ急声单举为邹ꎬ漫声分举ꎬ则为邾为婁ꎬ訾
婁亦为其一例ꎬ连绵字时或如此也ꎮ” 〔９〕 这就指出了“邹” “邾” “婁” “邾婁” “訾
婁”不同音读的由来ꎮ 在«春秋邾分三国考»中ꎬ王献唐所用音韵学的案例较少ꎬ
显得相对单薄ꎮ 与此状不同的是ꎬ«三邾疆邑图考»则大量使用音韵学的实例ꎬ
明显丰实了许多ꎮ

由«春秋邾分三国考»之序可知ꎬ王献唐最初计划对邾国彝器的相关研究拟

定了七个专题ꎬ较为系统和完整ꎮ 他在日记中记述了«邾国地名考»«邾邑考»的
写作ꎬ但这两个题名与原先设想有异ꎮ 由于各种原因ꎬ时至今日ꎬ«邾国地名考»
«邾邑考»还没有形成印本公诸学界ꎬ致使其真实面貌ꎬ很难窥探了ꎮ

对于«春秋邾分三国考»ꎬ王献唐并不满意ꎮ 其原因一是由于他本人的学术

求精意识ꎬ二是因为他设计的相关专题并没有完全实现ꎮ 他在 １９３４ 年 ３ 月 ２３
日致柳诒徵书函中言:“外上鄙著«邾分三国考»一册ꎬ希交贵馆ꎬ不足存也ꎮ 专

上ꎬ并请道绥ꎮ 弟王献唐顿首ꎮ 三月二十三日ꎮ” 〔１０〕 不过ꎬ在«春秋邾分三国考»
«三邾疆邑图考»写成后ꎬ王献唐不辍笔墨ꎬ继续他未竟的专题探索ꎮ １９３４ 年初ꎬ
在«春秋邾分三国考»和«三邾疆邑图考»定稿后不久ꎬ王献唐即开始了«炎黄氏

族文化考»的撰写ꎬ这样很快弥补了他的缺憾ꎮ
«炎黄氏族文化考»是一部考辨中国上古文明起源和史实的著作ꎮ 在著述

中ꎬ王献唐对当时所掌握的相关学术成果进行了总结ꎬ并据此作了扩展和创新ꎮ
１９３３ 年ꎬ蒙文通所著«古史甄微»一书出版ꎬ其中的研究成果引起了王献唐的关

注ꎬ因此他对«古史甄微»进行了认真研读ꎮ １９３４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记:“偶检近人蒙

文通«古史甄微»ꎬ分炎黄二族ꎬ说与余合ꎮ 又分伏羲为一族ꎮ 余初本有此见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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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渺茫ꎬ未敢确定也ꎮ 蒙书亦有启发处ꎬ稍嫌粗略ꎬ其方法与余完全不同ꎬ亦少系

统ꎬ在近日出版界中究是有思想ꎬ有创作力之作品ꎬ其人为廖季弟子ꎬ经学家法ꎬ
甚有根底ꎬ此其所长也ꎮ” 〔１１〕 蒙文通认为上古民族应以地域划分为“江汉民族”
“河洛民族”“海岱民族”三系ꎬ又以传说的“炎帝”“黄帝”“泰帝”(太昊伏羲氏)
之名而姑且分称三系为“炎族” “黄族” “泰族”ꎮ 对于伏羲为一族之说ꎬ王献唐

以证据不足ꎬ不予确定ꎮ 蒙文通的«古史甄微»力主东方为上古时代政治文化中

心ꎬ其文云:“神农自陈徙鲁ꎮ 鲁有大庭氏之库ꎮ 是在昔为大庭之都ꎮ 有巢氏治

石楼山在琅琊ꎮ 皆足见东方固政治战争之中心ꎮ 为上世我先民之所聚处ꎮ 河洛

之繁荣乃在后ꎮ 远不足与侔也ꎮ” 〔１２〕以东方为上古时代政治文化中心的观点ꎬ为
王献唐所认同ꎮ 但是ꎬ蒙文通对东方地位的论述失之简略ꎬ没有详尽地展开ꎬ这
是一大缺憾ꎮ «岭表纪蛮»是王献唐关注的另一部著作ꎬ由刘锡蕃所作的这部民

族史著作在 １９３４ 年印行问世ꎮ 它记述了壮、瑶、苗等少数民族的族源、风俗习

惯、经济、文化发展等ꎮ 特别阐述了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渊源关系ꎮ 它设“汉
蛮同族之十大证据”专章ꎬ从姓氏、干支、言语、祀典、契券等方面来论证汉蛮同

族ꎬ这对王献唐不无启示ꎬ１９３４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记:“读«岭表纪蛮»毕ꎮ 此书颇与

余著«炎黄氏族考»有密切关系ꎬ于中获新证甚多ꎮ 亦近来出版界中之一等书

也ꎮ” 〔１３〕

作为一部未及杀青之作ꎬ«炎黄氏族文化考»在公示于学界之后ꎬ引发了众

多学者的关注ꎮ 它是对«春秋邾分三国考»和«三邾疆邑图考»的拓展和深入ꎬ其
第一篇就以“炎、黄二族之分野与三族氏族”专题ꎬ此下又设“三邾土著为东夷炎

族”和“三邾氏族之分布”论题ꎬ这也足见对邾国彝器学术研究的延续性ꎮ 王献

唐在 １９３６ 年所作«访碑图诗»中提到了这一点ꎬ“前年为图书馆收得滕邑三邾彝

器ꎬ因考邾族ꎬ知三代华夷之界ꎬ即炎黄二族之别ꎮ 更知震旦文教ꎬ占分炎黄二

支ꎮ 类聚群分ꎬ条理秩然ꎮ 乃草«炎黄氏族文化考»ꎬ已得三十万言ꎬ期以三年成

之ꎮ 自谓凿破混茫ꎬ前所未有ꎮ 偶为人言ꎬ辄哑然不信ꎮ” 〔１４〕 王献唐在书中提出

了大胆的创见ꎬ偶尔向别人提起时ꎬ鲜有认可者ꎮ 事实上ꎬ他的一些论断ꎬ极具学

术价值ꎮ 如王献唐力主“民族”是解读上古文化的重要途径:“故欲研求古代文

化ꎬ必以民族为骨干ꎮ 民族不同ꎬ文化亦不同ꎮ 年代愈晚ꎬ文化之界限愈溷ꎻ年代

愈早ꎬ文化之界限愈清ꎮ” 〔１５〕此言堪称经典宏论ꎬ无可置疑ꎮ 在此书中ꎬ王献唐提

出ꎬ中国的文化虽属于炎黄二族ꎬ但主要是炎族ꎬ即夷族文化ꎮ 欲求远古夷族文

化ꎬ其中心就在山东ꎮ 他主张泰山一带为中华原始民族之策源地ꎮ 以泰山为中

心ꎬ形成了东方的伏羲文化圈ꎮ 文云:“证以礼制ꎬ明以习俗ꎬ征诸故书所载ꎬ泰
山一带ꎬ为中国原始民族聚居之所ꎬ已无疑义ꎮ 往古先民ꎬ生聚于斯ꎬ万代诸

皇ꎬ建业于斯ꎮ” 〔１６〕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ꎬ在中国上古史的研究中ꎬ越来越多的学

者把目光聚集于东方ꎬ主张东方是上古时代的政治文化中心ꎬ是中华文明的策源

地ꎮ 由此而论ꎬ王献唐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炎黄氏族文化考»一书中所作出的论

断ꎬ具有相当的学术预见性和前瞻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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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炎黄氏族文化考»中ꎬ他延续了音韵学的学术路数ꎬ在给齐鲁大学的演

讲中明示了这一点ꎮ １９３４ 年 １１ 月ꎬ王献唐接受了齐鲁大学历史系的演讲约请ꎬ
讲题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新途径”ꎮ 不久之后出版的«齐大旬刊»对相关内容做

了如是报道:“历史系于十一月三日ꎬ敬请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先生来校演

讲ꎬ讲题‘中国古代文化的新途径’ꎮ 讲词大意ꎬ中国古代文化有空间性之不同ꎬ
考其不同之原因ꎬ固与地方风土有关ꎬ然其根本原因ꎬ则在民族之不同ꎮ 中国古

代有二大民族ꎬ一曰炎族ꎬ二曰黄族ꎮ 概自周以后ꎬ吾人所知见之中国古代

文化ꎬ皆二族之混合文化ꎬ二族文化自夏商二代ꎬ开始接触ꎬ至周乃产生此新文

化ꎮ 研究民族之异同ꎬ有赖于民族谱系之书及地名之考究ꎮ 尤须于小学与

音韵学方面ꎬ先行着手也ꎮ 王先生演讲引证精确ꎬ立论新颖ꎬ听众均甚称赞云赞

云ꎮ” 〔１７〕诚如王献唐所主张的“尤须于小学与音韵学方面ꎬ先行着手也”ꎬ在«炎
黄氏族文化考»中ꎬ他大量地运用了音韵学的案例来梳理上古炎黄时代的历史ꎬ
力图还原真实的情状ꎮ 如王献唐辨析“夷”之音义时ꎬ指出:“夷隶脂部ꎬ古读若

侧ꎬ为最初之本音ꎮ 迟夷同音通用ꎬ迟读舌尖如侧ꎬ知夷亦然ꎮ” 〔１８〕 他考证“舟”
是炎族的发明ꎬ并指出“舟”“船”的音义关系ꎬ“舟读舌尖ꎬ与朱同纽ꎬ由侯转出者

也ꎮ 舟亦转船ꎬ船亦出朱ꎬ古言舟ꎬ今言船ꎮ 其以船为循ꎬ谓船沿流而下者ꎬ皆后

起义也ꎮ 邾娄可单名邾ꎬ故船亦称俞ꎬ称舟ꎬ又可连名邾娄ꎬ故船亦称舳舻ꎮ 此尤

制出炎族之铁证ꎮ” 〔１９〕

在此著作中ꎬ王献唐将音韵学实例的运用发挥得淋漓尽致ꎬ音韵学例证的使

用随处可见ꎬ比比皆是ꎮ 可以说ꎬ他对音韵学的案例信手拈来ꎬ游刃有余ꎮ 在音

韵学之外ꎬ王献唐还容纳了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语言学、文字学、地理学等学

科知识和方法来构建史作ꎮ 但是ꎬ音韵学在所有应用方法中居于首要的地位ꎮ
可以想见的是ꎬ无音韵学之法ꎬ则«炎黄氏族文化考»不能行文ꎬ难以成书了ꎮ 当

然ꎬ此作是王献唐科学学术方法和博通史籍相融合的硕果ꎮ 考辨史料ꎬ融会贯通

的学术积淀也是必不可少的ꎮ
在执掌山东省立图书馆时期ꎬ王献唐在史学研究领域起步ꎮ 它由«春秋邾

分三国考»篇肇始〔２０〕ꎬ«三邾疆邑图考»篇继其后ꎬ至«炎黄氏族文化考»已成宏

富巨著ꎬ蔚为大观了ꎮ 在王献唐的学术体系中ꎬ史学领域的探索晚出于音韵学、
金石学、版本目录学等学科研究ꎮ 但是ꎬ研究伊始ꎬ并无稚拙之状ꎬ而是显现出了

相当的成熟性、科学性ꎮ 这种成就的取得ꎬ与他先前的学术积累有着莫大的关

系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音韵学方法在王献唐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史学研究中占有重

要的地位ꎬ对它的应用ꎬ由点到面ꎬ愈加广泛和深入ꎮ 另外ꎬ他本人博览群籍ꎬ会
同融合的丰厚学术根底也是有力的促成因素ꎮ

二、王献唐居川时期的史学构建和创获

抗战军兴ꎬ政局骤变ꎬ打破了王献唐以山东省立图书馆为阵地整理乡邦文

献、致力学术研究的状况ꎮ 为了存护珍贵典籍文博ꎬ延续齐鲁文脉ꎬ１９３７ 年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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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２７ 日ꎬ他携馆中同仁屈万里、工友李义贵从曲阜出发ꎬ护书南下ꎮ 在历经千难

万险之后ꎬ１９３８ 年 ２ 月抵达四川万县ꎮ 此后ꎬ又经历了乐山、重庆等居所的变

迁ꎮ １９４３ 年 ３ 月至抗日战争结束前ꎬ他借住于四川南溪李庄史语所ꎮ
王献唐在四川的史学成就以«中国古代货币通考»和«国史金石志稿»为代

表ꎮ «中国古代货币通考»的撰写需要广博的资料ꎬ搜集购买资料离不开经济实

力的支撑ꎮ 在他学术开展受到制约之时ꎬ傅斯年及时施以援手ꎮ 其因由在于ꎬ王
献唐就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时期ꎬ与傅斯年及其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

研究所形成了亲密和谐的学术关系ꎮ 两学人间不乏书札论学、面晤畅谈之情状ꎬ
相互引对方为学术知己ꎮ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山东省政府合组了山东

古迹研究会ꎬ进行考古发掘ꎬ王献唐身任秘书ꎬ他的作为被傅斯年极度认可ꎮ 在

挚友处于经济困境的时候ꎬ傅斯年的支持是自然和合理的ꎮ １９３８ 年ꎬ傅斯年利

用自己的人脉资源为王献唐争取到中英庚款董事会的学术资助ꎬ依托武汉大学

名义进行研究ꎬ得到了每月 ２００ 元的最高资助额度ꎮ 王献唐在 １０ 月 １８ 日记:
“余隶人文科学科ꎬ月薪二百元ꎬ此项乃中英庚款会提出一部份款项ꎬ资助学术

人员继续研究学术ꎬ意甚善也ꎮ 当取简章一份ꎬ又交予请款书件、支款凭单ꎬ嘱由

保证人签署再支款ꎬ共八、九两月四百元ꎬ即至聚兴村中央研究院晤孟真ꎬ请其为

保证人ꎮ 至研究地点规定在嘉定ꎬ亦请孟真办理ꎮ” 〔２１〕中英庚款董事会对于受资

助人员的发薪自 ８ 月份开始ꎬ傅斯年不但为王献唐受助一事融通ꎬ还做了他的保

证人ꎬ这对于推动他的学术研究ꎬ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ꎮ
从此ꎬ王献唐的学术研究有了稳定的经济支撑ꎮ 他以«中国古代货币通考»

的撰写为学术方向ꎬ勤力研究ꎬ不断将相关成果提交中英庚款董事会ꎬ汇报研究

进度ꎬ接受考核ꎮ １９４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记:“日前武汉大学转来庚款会函ꎬ嘱将本年

研究结果作成总报告寄去ꎬ即起草ꎬ至午后四时毕ꎮ 旋清缮ꎬ晚九时许竣事ꎬ即作

函送武大ꎬ附还原件ꎮ” 〔２２〕中英庚款董事会对于受赞助学人的学术成果进展进行

了严格的审查ꎬ以决定是否继续提供支持ꎮ 无疑ꎬ王献唐的学术研究成果得到了

认可ꎬ他持续不断地接受资助ꎬ最终得以顺利完成«中国古代货币通考»的撰著ꎬ
这成为王献唐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ꎮ «图书季刊»新第五卷第四期关于王献唐

的报道中提到:“王献唐氏研究中国古代货币之著作ꎬ前山东省立图书馆馆

长王君献唐ꎬ十五年来即从事古代货币之研究ꎻ其着手撰述则始自民国二十九

年ꎮ 所撰«中国古代货币通考»ꎬ暂以金属货币为限ꎬ起自有周ꎬ断于西汉之末ꎬ
计已成五十余万言ꎮ 王君现正在从事以上各篇增补改订之工作ꎮ 预计一年

后全书即可杀青ꎮ” 〔２３〕如是介绍ꎬ使学界对«中国古代货币通考»有了更多的了

解ꎮ
中英庚款董事会在经济上的赞助是«中国古代货币通考»能够成形的外在

条件ꎮ 对“古代货币”这一专题的选定则根源于王献唐的金石学积淀ꎮ 在撰写

此作之前ꎬ王献唐已经在金石学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ꎬ累计作成了金石学

领域的单文百余篇和著作数部ꎬ奠定了他作为金石学名家的地位ꎮ 他在主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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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省立图书馆时期ꎬ多方搜集整理古代货币ꎬ积累了丰富的货币资料ꎬ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写作了«古代货币甄微»ꎮ 对古代货币的研究称为古泉学ꎬ是金石学的一

部分ꎮ 金石学是文献史学的组成部分ꎬ它本身与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ꎮ 马衡在

给金石学所下的定义指出了这一点ꎬ“金石者ꎬ往古人类之遗文ꎬ或一切有意识

之作品ꎬ赖金石或其他物质以直接流传至于今日者ꎬ皆是也ꎮ 以此种材料作客观

的研究以贡献于史学者ꎬ谓之金石学ꎮ” 〔２４〕 金石学的研究可以裨益于史学ꎬ由金

石学导向史学研究并无太大障碍ꎮ 但是ꎬ金石学家未必能成为史学家ꎬ史学家或

许罕涉金石ꎬ二者有不同的学术规范和要求ꎬ金石学的研究偏于录著和考释ꎬ对
历史的研究狭窄有限ꎮ 史学家则要利用史籍文献、遗存实物等资料加以融会贯

通ꎬ以解释前后过程ꎬ分析来龙去脉ꎬ作的是综合系统的研究ꎮ 王献唐以金石学

的学术基础和史学的视角考察古代货币源流、形制ꎬ揭橥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
化等状况ꎬ撰成了«中国古代货币通考»这一史学巨作ꎮ

１９４６ 年底ꎬ«中国古代货币通考»基本完成ꎮ 不过ꎬ它的最早出版是在 １９７９
年ꎬ由齐鲁书社印行于世ꎮ 全书约 ５０ 万字ꎬ计分:周币、秦币、汉初货币、武帝货

币及铸钱技工之演变五篇ꎮ 在研究方法方面ꎬ此著运用了哲学、经济学、社会学

等多种学科方法ꎬ书中采用大量历史文献和出土资料ꎬ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古代币

制的形制、源流和制作ꎬ展现了中国灿烂悠久的货币文化ꎮ 王文耀先生在«中国

古代货币通考整理说明»中指出:“王献唐先生在书中旁征博引古今中外的典籍

文献ꎬ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哲学的角度对中国古代货币详加考订ꎬ把考古学

与史料学、考据学与校勘学、文字学与音韵学紧密结合起来ꎬ向读者展现了一个

系统完整、内涵丰富、层次性强、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货币研究体系ꎮ 本书对于

研究我国古代货币史、经济史、考古学、文字学、音韵学、校勘学等都有重要的参

考价值ꎮ”由此评论可知ꎬ«中国古代货币通考»是跨学科研究的一个范例ꎮ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ꎬ王献唐著述的«国史金石志稿» 〔２５〕 是他史学研究的又一扛

鼎力作ꎮ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ꎬ王献唐在«金石志稿金文部门编讫总报告»提及:“金石志

稿ꎬ为中华民国史一部分ꎬ故其取材ꎬ以民国出土金石ꎬ及清人或以前各家未节录

者为限ꎮ” 〔２６〕«国史金石志稿»是中华民国史的一部分ꎬ是从考察民国金石学成

就的视角来撰写的ꎬ金石器物的搜集以及金石学的学术收获是王献唐撰写的前

提ꎮ 这一史著的由来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对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学术活动的参

与ꎮ
抗日战争期间ꎬ国民政府内迁ꎬ文化学术事业受到重大冲击ꎮ 其中ꎬ档案整

理工作需要重建ꎮ １９３９ 年 １ 月ꎬ张继、吴敬恒、邹鲁等向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

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提出“建立档案总库国史馆案”ꎬ获得了通过ꎮ １１ 月ꎬ中央执

行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将党史编纂委员会改名为国史编纂委员会ꎬ并设立国

史馆筹备处ꎮ １９４０ 年 ２ 月ꎬ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在重庆成立ꎮ 国史馆筹备委员会

的筹备工作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始告完成ꎮ 当时的王献唐正

埋首于«中国古代货币通考»的撰写ꎬ还身负保护齐鲁文博的重任ꎬ本无意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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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馆筹备委员会ꎮ 但在时任主任委员的故交张继多次的诚意邀请下ꎬ他难以

推脱ꎬ才应允助力ꎮ １９４０ 年 ３ 月ꎬ王献唐成为国史馆筹备委员会顾问ꎮ 后来ꎬ他
出任了副总干事和第一组主任ꎬ承担起更为重要的职责ꎮ 在此期间ꎬ他出席了国

史馆筹备委员会的一些重要会议ꎬ同张继和但焘、朱希祖等协商组织办法ꎬ筹划

解决会务事宜ꎬ还多渠道购买搜集民国史料ꎬ为自身的职责躬行而为ꎬ不遗余力ꎮ
参与国史馆筹备委员会期间ꎬ王献唐与学术文化界的名流但焘、朱希祖、金

毓黻、蒋逸雪等有着频繁密切的学术交流和互动ꎮ 这样一个活跃有力的学术环

境ꎬ大大激发了他的学术研究欲望ꎬ他以«国史金石志稿»的编纂献力于国史馆

筹备委员会的学术进展ꎬ同时也推助了自身的史学研究ꎮ 此时«中国古代货币

通考»尚未完成ꎬ«国史金石志稿»又予以着笔ꎮ 这样ꎬ王献唐有时同日中兼做两

部著作ꎬ如他在 １９４４ 年 ６ 月 １５ 日记:“写«国史金石志»第三期稿ꎬ从盘匜起ꎮ
午饭后ꎬ检阅各书ꎬ增补«钱考»二条ꎮ 至贞一处查书ꎬ回写«志稿»ꎮ” 〔２７〕 又

如他在 ８ 月 ２３ 日记:“八时起ꎮ 致庚款会一函ꎮ 拟取回已送去之«钱考»八册ꎬ
通盘整理ꎬ并托次箫代取ꎮ 近闻该会奉令将结束矣ꎮ 点校«钱考»ꎮ 午

饭后ꎬ小睡ꎮ 仍点校«志稿»ꎮ 晚饭后ꎬ至彦堂处ꎬ与萧君闲谈ꎮ 回校«钱
考»ꎮ” 〔２８〕

学术自觉性和使命意识使王献唐在撰著«中国古代货币通考»的同时ꎬ勤力

专注于«国史金石志稿»的著述ꎮ 他在国史馆筹备委员会所获薪俸有力地支撑

着学术研究ꎮ 他就职期间得到过加薪ꎬ１９４４ 年 ７ 月 ２７ 日记:“又接菊田函ꎬ自四

月份起每石米代金为三千七百元ꎬ自五月份起薪俸加两倍ꎬ补助费加七百元ꎻ因
自四月份补发各费ꎬ截至六月止ꎬ共一万五百余元ꎬ已交交行汇出ꎮ” 〔２９〕１２ 月 １３
日记:“又接菊田函ꎮ 汇来万七千八百余元ꎮ 自十一月份起ꎬ薪俸补助费等连前

共加至十六倍ꎬ是月即增发六千三百元ꎬ合十月份代金ꎬ共如上数ꎮ” 〔３０〕这种加薪

固然与当时的通货膨胀有着密切的关系ꎬ而大幅度的加薪也证明王献唐的工作

和研究得到了国史馆筹备委员会的认可ꎮ 王献唐还不定期地撰写«国史金石志

稿»进展报告书ꎬ提交学术成果ꎮ 他在 １９４４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记:“撰第四期志稿报

告书ꎬ以年度终了矣ꎮ” 〔３１〕１９４５ 年 １ 月 ２５ 日又记到:“再整理«志稿»ꎬ连同清校

第三期本共五册ꎬ包裹由邮寄荩忱ꎮ 并发荩忱、菊田两函ꎬ第四期«志稿»至是告

一段落ꎮ 至第三组送还所借各书ꎮ” 〔３２〕当年 ８ 月 ５ 日ꎬ王献唐再次向张继致函说

明他撰写«国史金石志稿»的进展情况ꎬ“荩忱先生左右:前笺计达ꎬ承汇七月份

米代金已收到ꎬ希释念ꎮ 第五期金石志稿已完成ꎬ共五卷四册ꎬ另具总报告一册ꎬ
与志稿挂号寄上ꎬ至希核转主任委员鉴阅为荷ꎮ” 〔３３〕

王献唐在撰写«国史金石志稿»时ꎬ遭遇着身体病痛的困扰ꎬ１９４５ 年 ８ 月 ５
日致张继函中提到了这一状况ꎬ“弟目疾经打针服药之后迄今不愈ꎬ此病牵及神

经ꎬ长此以往ꎬ将成痼疾ꎬ拟迟一、二日再赴宜宾诊治ꎬ或长期住院亦未可定ꎮ 第

四期志稿抄本俟稍迟再校寄ꎮ 专此ꎮ 敬请崇绥弟献唐顿首ꎬ八月五日ꎮ 弟病大

抵出于风湿ꎬ由川中气候所致ꎬ能回北方或能痊愈ꎮ 现只早盼敌人无条件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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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ꎮ” 〔３４〕由于王献唐健康状况和时间等原因ꎬ«国史金石志稿»最终没有完成ꎮ
原本拟定金、石、骨玉、木陶四类ꎬ原计划加上总叙和小叙ꎬ也没有实现ꎮ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ꎬ他完成了“金文部”二十卷ꎮ 石、骨玉、木陶三类未作ꎮ 这部«国史金石志

稿金文部»在王献唐生前并未印行ꎮ 直到 ２１ 世纪初ꎬ王文耀先生主持整理书

稿后ꎬ２００４ 年由青岛出版社发行ꎬ共七册ꎮ 尽管«国史金石志稿»属于未竟之作ꎬ
但是它的学术价值是相当高的ꎬ«国史金石志稿»所录各器ꎬ以民国出土及清代

同类著作没有收录的器物为限ꎬ收录的器物有乐器、酒器、水器、食器及其它杂器

包括铜镜、古鉨、佛像、古币等ꎬ为一般著录类书籍所罕见ꎮ
对于撰著的史作«中国古代货币通考»和«国史金石志稿»ꎬ王献唐极为看

重ꎬ他在 １９４３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致函秦汉史名家陈直时ꎬ提到了自己相关的学术进

展ꎬ“现为史馆撰«国史金石志»ꎬ又为庚款会撰«中国古代货币通考»ꎮ «史志»
杀青尚早ꎬ«通考»大体完成ꎬ约五十万言ꎬ五年心力ꎬ尽于是矣ꎮ” 〔３５〕 在撰著期

间ꎬ王献唐经受了爱子王裕华病逝的巨大打击ꎬ他本人也数度遭遇着身体病痛的

折磨ꎬ面对这些精神和肉体的磨难ꎬ他以极大的毅力来克服ꎬ不断推进着研究ꎮ
«中国古代货币通考»和«国史金石志稿»确实是“心力”之作ꎮ

王献唐在客居四川时期的学术作为延续着他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所确立的史

学研究的自觉性ꎬ先前金石学的成就成为了他构建«中国古代货币通考»和«国
史金石志稿»这两部史著的学术理路ꎮ 以两部史著奉献于民国学术界之外ꎬ王
献唐还有«殷周礼制甄微» 〔３６〕之作ꎬ亦是关乎史学ꎮ 这种学术志趣昭示出ꎬ在居

川时期ꎬ史学研究成为他学术方向的主流ꎮ 尽管其它的学术领域仍然涉猎不弃ꎬ
但是就所取得的成果而言ꎬ已经难以与史学创获相匹敌了ꎮ

三、结　 语

王献唐学术体系的构建中ꎬ他在 ２０ 世纪 ３０、４０ 年代的史学研究突显ꎮ 史学

研究的开端和早期成果是关于邾国彝器的考证之篇———«春秋邾分三国考»和
«三邾疆邑图考»ꎬ这种考证关涉的是齐鲁地方历史的专题ꎬ相对狭小ꎮ 在两文

基础上ꎬ王献唐深入研究而作成了«炎黄氏族文化考»ꎬ其研究视域则延展到了

中华文明起源的重大课题ꎮ 秉持着宏观思维与具体论证相结合的学术路径ꎬ他
对音韵学的应用较之先前更为充分和丰富ꎬ多学科研究方法的会通揭示了王献

唐科学性、实证性的史学治学理念和实践ꎮ 护书南下后ꎬ身居异乡ꎬ王献唐的史

学创获ꎬ以中英庚款董事会的学术资助和参与国史馆筹备委员会为契机ꎬ倾力撰

著而成«中国古代货币通考»和«国史金石志稿»两部巨著ꎬ此前他丰厚的金石学

积淀成为着笔的基石ꎬ学术自觉性和使命意识是他不辍学术研究的逻辑支柱ꎮ
王献唐在 ２０ 世纪 ３０、４０ 年代的史学构建彰显了跨学科研究的特色ꎮ 什么

是史学的跨学科研究? 跨学科研究何以可能? 恐怕这个问题对于当代许多史学

工作者来说ꎬ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问题ꎬ它既简单又难以作答ꎮ 王献唐的史学

实践明示了这样的道理ꎬ跨学科研究不能只是停留在口号上ꎬ也不是对历史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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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学科浅尝辄止的作态ꎬ而是以学术的高度自觉性和学术的崇高使命感ꎬ长期累

积ꎬ不辍研究ꎬ自然而然实现的结果ꎮ

注释:
〔１〕〔１１〕〔１３〕王献唐:«太平十全之室日记»ꎬ未刊稿ꎮ
〔２〕〔３〕〔６〕〔７〕〔８〕〔９〕王献唐遗书:«春秋邾分三国考、三邾疆邑图考»ꎬ济南:齐鲁书社ꎬ１９８２ 年ꎬ第

１、１６、３、１１ － １２、２１、４１ 页ꎮ
〔４〕李勇慧:«王献唐研究»ꎬ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ꎬ２０１１ 年ꎬ第 ４１９ 页ꎮ
〔５〕宁镇疆:«由考古发现说王献唐先生‹春秋邾分三国考›之贡献兼及小邾国史的相关问题»ꎬ«王献

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ꎬ２０１３ 年ꎮ
〔１０〕«王献唐先生来函»ꎬ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第七年刊ꎬ１９３４ 年ꎬ第 １０ 页ꎮ
〔１２〕蒙文通:«古史甄微»ꎬ台北: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６８ 年ꎬ第 ５５ 页ꎮ
〔１４〕王国华:«王献唐传略»ꎬ文教资料简报ꎬ１９８３ 年第 １ 期ꎬ第 ２０ 页ꎮ
〔１５〕〔１６〕〔１８〕〔１９〕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ꎬ青岛出版社ꎬ２００６ 年ꎬ第 ３９、３６３ － ３６４、１８、９３ 页ꎮ
〔１７〕王献唐先生莅校演讲ꎬ«齐大旬刊»第 ５ 卷第 ８ 期ꎬ１９３４ 年ꎬ第 ５６ － ５７ 页ꎮ
〔２０〕按王献唐日记所载ꎬ对邾国彝器的研究是以«邾国地名考»篇开始ꎬ接着又写«邾邑考»篇ꎬ两文

都在«春秋邾分三国考»之前ꎮ 不过ꎬ在当时«邾国地名考»和«邾邑考»是否为成熟文章ꎬ或者它们的研究

成果已经由王献唐分解融合到«春秋邾分三国考» «三邾疆邑图考»之中ꎮ 目前由于资料的缺失ꎬ难以把

握真相了ꎮ 鉴于此状ꎬ暂以«春秋邾分三国考»为王献唐史学的开山之作ꎮ
〔２１〕王献唐:«双行精舍日记»ꎬ未刊稿ꎮ
〔２２〕〔２７〕〔２８〕〔２９〕〔３０〕〔３１〕〔３２〕王献唐:«平乐印庐日记»ꎬ未刊稿ꎮ
〔２３〕«王献唐氏研究中国古代货币之著作»ꎬ«图书季刊新»第 ５ 卷第 ４ 期ꎬ１９４４ 年ꎬ第 １１０ － １１１ 页ꎮ
〔２４〕马衡:«中国金石学概要»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９６ 年ꎬ第 １ 页ꎮ
〔２５〕关于«国史金石志稿»一书的学科归属ꎬ有不同的认定ꎮ 其中李勇慧师在其博士论文«王献唐研

究»中把它界定为王献唐的金石学著作ꎬ杨现昌的博士论文« < 国史金石志稿 > 校订»则将其定位于金石

学、文字学的著作ꎮ 从具体的内容看ꎬ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合理性ꎮ 不过ꎬ按照王献唐本人的出发点ꎬ
是将«国史金石志稿»作为中华民国史的一部分ꎬ此作也冠以“国史”两字ꎮ 这样ꎬ从它的构建逻辑看ꎬ应

当归属到史学中ꎮ 由此也说明一个问题ꎬ有时对一部著作的定位不能采取是此非彼的认识ꎮ
〔２６〕〔３３〕〔３４〕«王献唐编纂金石志报告»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ꎬ三四 １０９ꎮ
〔３５〕周天游:«黄宾虹、王献唐、郭沫若诸家致陈直论学书九通»ꎬ«文献»１９９１ 年第 ３ 期ꎬ第 ２０ 页ꎮ
〔３６〕«殷周名制甄微»是王献唐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末撰写的一部重要史著ꎮ 他在相关日记中有载ꎬ如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 １ 日记:“续考稷祭ꎬ至晚饭后八时ꎬ得九页ꎮ 社稷两祭至是完全考毕ꎬ共成百余页ꎬ约三万

言ꎮ 大似汉人说«尧典»ꎬ殊觉支蔓ꎬ需大加删改也ꎮ”栾调甫对此表示了极大关切ꎮ １９３９ 年 ２ 月 ２６ 日ꎬ他
在书函中言:“前书云ꎬ近作«殷周名制甄微»ꎬ案类释名ꎬ因名求制ꎬ已成二十万言ꎬ何其伟也ꎮ”不过ꎬ王献

唐的«殷周礼制甄微»至今尚未出版ꎬ致使学界难知其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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